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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研究”，一个地域，一个文化，是两个关键词。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改革开放40年来

文化史和区域史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春风，文化史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破土重生的。1978年至1979年之交，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

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蔡尚思）和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这两个机构是最初设立的

以文化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很快相关研究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也多了起来。1982年前述两个研究室

联合主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围绕着中国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召开了一些学术会议。1984年

在河南郑州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会议，我以学生的身份跟着乔志强先生参加了那次会

议。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河南省社科院的胡思庸院长，参会的有中华书局的李侃，中国社科院的丁守

和、刘志琴，湖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增平等。198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林先生的论文《近代湘湖文化

初探》，获得学界普遍好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围绕着这一论

题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的论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文化史勃

兴，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新文化史”，

基本的方向都是将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结合起来，聚焦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话语和知识等方

面，由此延伸出很多之前很少涉及的议题。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文化史是个筐，是个东西就能往

里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很丰富，但是国内的研究仍很稚嫩，缺少规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一

些学者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局。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区域社会史上。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

1986年，我同样以学生的身份随同乔志强先生参加了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社会史学术讨论

会，那个时候，学界讨论的主要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及社会史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到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转向区域社会史，区域社会研究成为研究的一大亮点。以陈春

声、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从宗族、仪式、族群认同等方面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

在历史上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复杂关系；山西大学的区域史研究则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

以人口资源环境为出发点，尤其是以“水利社会”为突破口，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二者都注重人类

学的田野工作，华南要“走进历史现场”，山西要“走向田野与社会”。稍后，以孙江、杨念群、黄兴涛

等人的实践为代表，又提出了“新社会史”的概念，他们主编的《新社会史》和《新史学》丛刊展示了

此前未被重视的丰富历史细节，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的“新史学”。然而，社会史的研究、区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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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研究也引来了“碎片化”的非议。2012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章开沅、郑师渠、罗志田、杨

念群、王笛和我谈社会史“碎片化”的问题（笔谈文章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我当时讲碎

片化并不可怕，怕的是碎而不精，碎而不通，“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当前，社会史研

究热度不减，“区域史研究”更是遍地开花，但是，碎片化、同质化、平面化的批评仍然不绝于耳。真

正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有典范意义的作品还是少见。所以，新文化史也好，区域社会史也好，我们

不能耽溺于虚假繁荣当中，应当认识到当前的研究面临着许多需要突破的问题。

“回归总体史”可以说是我们当前一个共同的呼唤，我认为地域文化史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

点。地域文化，字面意思按我的理解就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创造的文化。特定的地域是地

理条件，特定的时间是历史环境，这就是意味着研究要从一定的历史和地理出发。“历史是演剧，地

理就是大舞台”，从一定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来研究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总体史研究的取

向，我们应该避免就文化而论文化。以山西为例。从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到后来的西学东渐，鸦片

战争后的被迫开放，欧风美雨，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这段历史是

一个延续渐进的过程。就山西而言，之前的“十三行”行商、五口通商、划定租界、洋商在华设厂等等

这些事件对山西有影响吗？可以说有，但是影响极微。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有一个从东南沿海地区逐

渐深入西北内地的历史过程。深处内陆的山西其实到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之后才同西方有了真正

意义上的直接接触。灾后成批的传教士进入山西，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还利用自己的身份

提出修造铁路、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开发工厂的建议，为山西带来了近代化的药方。不过，西方传

教士的突然涌入也在地方催生了民教冲突的隐患，这也与后来的庚子之乱在山西尤为激烈有着相

当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在特定历史时间产生的文化，所以我们在探讨一个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

就不能不重视这种历史过程的延进性。

那么，什么是特定的地域呢？从地理空间上看，山西有“表里山河”的美誉，黄河与太行山、五台

山的天然屏障使得山西易守难攻，它对周边的河南、河北、陕西关中地带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顾

炎武说山西地理“最为完固”。在古代山西历史中，每逢战乱割据的时期，山西的战略位置便凸显出

来，加之山西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带，民族冲突和民族交融在历史长河中造就了山西

特殊的地域文化。再以晋商而言，晋商崛起其实最初是迫于当时山西“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致。

大陆季风气候，多山丘、多盐碱地，黄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着山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激增

之下，一些人不得不选择弃农经商。而太原、大同等地地处边镇，有“开中”贩盐之便，所以晋商经过

长期的发展，才有了山西人重商的风气和晋商精神。这些都说明特定的地域对于文化有着深刻的

影响。当然，还有的例子同时体现了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进性。解州是关公故里，关公文化从

山西南部解州发端，以明清以来的市民文化为载体，延进发展，传播各地，至今仍对海内外华人华

侨有着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断延进的过程。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时间造就了

文化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离开了地理和历史谈文化，就很难理解和揭示文化的实质。

总之，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和地理上整体的观察，只有将地域文化纳入时间和

空间的整体历史中去观察，才能避免“就文化而文化”的弊端，才能有我们所谓的“整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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